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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莎莎，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电子商务 

 

微信技术成瘾与用户持续使用关系的实证研究 
 

李莎莎 
 

摘  要：信息技术的持续使用是近几年的研究热点，以往关于信息技术持续使用的研究大多是检

验传统的初期采纳和后期采纳感知对持续使用的影响，而很少有研究将用户的心理状态尤其是技术成

瘾与持续使用意愿相联系。移动社交网络成瘾作为技术成瘾的特殊类型，是一种伴随着移动终端设备

的普及和社交网络平台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心理状态。本研究以微信平台为例，旨在探讨社交网

络成瘾与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关系，以 Gwebu 等人的双过程模型为持续使用原型，引入成瘾水平潜在

变量构建了全新的持续使用模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微信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交网络成瘾水平通过影响微信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有趣性、信任度和习惯

从而对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产生影响。本项研究对拓展持续使用理论、减少和预防技术成瘾对个人及

社会的危害、营造良好的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以及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微信；技术成瘾；持续使用；双过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 

 

1 绪论 

移动终端如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

通过移动终端中的社交网站与家人、朋友、同事联系交流。 具代表性和使用频率 高的移动社交网

络平台包括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的脸谱和在中国盛行的微信。截至 2015 年 9 月，月内活跃使用脸谱的

移动用户达到 14.4 亿，微信月内积极用户则突破 6.5 亿，同比增长 40%。 

随着社交网络用户数量的快速增长，信息系统研究者对于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的研究关注点已

经从 初采纳转向持续使用和后期采纳决策。一些研究将期望确认模型（ECM）［2］引入用户满意和技

术接受理论对其进行扩展并应用于移动社交网络的研究［1］。此外，社群意识、自我调节框架和双过程

理论等也被应用于移动社交网络持续使用的研究中。 

本文通过对微信用户展开调查，对用户持续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目的是探索技术成瘾

对社交网络持续使用的影响。本文使用 Turel 等人［3］的原始模型的外部效用作为移动社交网络成瘾的

一个构念，同时将 Gwebu 等人［4］的双过程模型结合社交网络成瘾对该双过程模型进行拓展。技术成瘾

同许多其他类型的成瘾一样，会扭曲人们做出决策的期望价值。本文的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移动

社交网络的成瘾水平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感知和行为。它可以进一步指导辨别、管理和减少技术成瘾和

有问题的技术使用等有计划地进行。 

2 研究背景和研究模型 

2.1 社交网络成瘾 

Spira 和 Feintuch［5］研究发现基于信息技术自身特点、个人特征和其他情境因素等，人们会花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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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的工作时间在信息技术的干扰上。Steelman［6］等人估算，每年约 28%的交通事故与开车时强迫使

用手机有关。Kuss 和 Griffiths［7］指出一些人开始更倾向于与网上好友交流而非现实中的真实朋友。 

Turel 等人［3］把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以及强迫性互联网使用等现象统称为技术成瘾。移动社交网络

成瘾使用在许多研究都被提及。Xu 和 Tan［8］发现许多人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社交网络上，这些行为可

能导致潜在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如技术成瘾。Cheung 等人［9］认为移动社交网络的过度使用会诱发重

要的行为或心理问题。例如一些人强迫性地使用脸谱并连续几个小时不断刷新朋友圈状态等。Rauch［10］

等人认为社交焦虑是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影响的中介。Jeong 等人［11］发现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和游戏使

用是只能手机成瘾的积极前因，但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是智能手机成瘾的更强烈的前因。 

2.2 社交网络持续使用 

许多研究探讨了社交网络持续使用的决定性因素。整体来看，拓展的社交网络持续使用模型主要

可以分为基于分析的（AB）模型、基于情感的（EB）模型和习惯视角下的（HAP）的模型［4］。 

AB 模型是应用理性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解释移动社交网络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感知有用性、

信任信念和感知娱乐性是 AB 模型中 重要的三个采纳信念；EB 模型认为情感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扮演

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各种社交网络持续使用和用户保留模型中满意和忠诚是用户持续使用的直接前因；

HAP 模型认为当用户持续使用移动社交网站时习惯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一个人有规律地重复一种行为

并且对其结果是表示满意时，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了他（她）的习惯，实证表明习惯是后期使用信息系

统意愿的直接原因。 

人们的感知不是由单一过程控制的，而是由多种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4］。Gwebu

等人［4］借鉴双过程理论，将三个后期持续使用模型进行理论结合，通过实证方法证实了双过程模型在

拓展持续使用模型中的重要价值。因此，本文以 Gwebu 等人的双过程模型为基础验证用户后期持续使

用微信的意愿的影响因素。相关假设见表 1。 

表 1 关于移动社交网络持续使用的模型假设 

H 假       设 
1 感知有用性与微信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正向相关。 

2 信任度与微信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正向相关。 

3 感知娱乐性与微信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正向相关。 

4 满意度与微信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正向相关。 

5 忠诚度与微信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正向相关。 

6 满意度与微信用户的忠诚度正向相关。 

7 感知有用性与微信用户的满意度正向相关。 

8 信任度与微信用户的满意度正向相关。 

9 感知娱乐性与微信用户的满意度正向相关。 

10 感知有用性与微信用户的忠诚度正向相关。 

11 信任度与微信用户的忠诚度正向相关。 

12 感知娱乐性与微信用户的忠诚度正向相关。 

13 习惯与微信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正向相关。 

14 习惯在微信用户感知有用性和持续使用意愿之间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15 习惯在微信用户信任度和持续使用意愿之间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16 习惯在微信用户感知娱乐性和持续使用意愿之间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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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交网络成瘾与持续使用结合 

Turel 等人［3］通过研究发现成瘾用户比非成瘾用户更倾向于认为信息技术是有用且有趣的。Kim［12］

发现成瘾程度更大的用户更擅长于挖掘一项信息技术的内部和外部的新功能。Huh 和 Bowman［13］也认

为对于同样一项信息技术成瘾程度更大的用户会做出更高的评价，即成瘾水平越高的用户对信息技术

的使用更满意。已有的实证研究为支持网络成瘾与忠诚度积极相关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移动社交

网络环境下，一旦用户使用微信成瘾，他们则更可能长时间坚持使用微信。成瘾用户往往缺乏自我约

束力而导致无法有意识地控制自身行为(Thadani and Cheung, 2011) ［9］。当行为没有得到有意识的控制

时习惯性可能会增强［3］［12］。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7：社交网络成瘾水平对微信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有积极影响。 

H18：社交网络成瘾水平对微信用户的感知有趣性有积极影响。 

H19：社交网络成瘾水平对微信用户的信任度有积极影响。 

H20：社交网络成瘾水平对微信用户的满意度有积极影响。 

H21：社交网络成瘾水平对微信用户的忠诚度有积极影响。 

H22：社交网络成瘾水平对微信用户的习惯有积极影响。 

感知有用性、信任度。感知娱乐性、满意度、忠诚度和习惯是 Gwebu 等人提出的双过程持续使用

模型中的六个关键构念。本研究通过融入移动社交网络成瘾水平对该模型进行了拓展。图 1 为本文的

研究模型。 

 

图 1 本文研究模型 

3 实证分析 

3.1 问卷收集和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利用问卷星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收集数据。问卷的第一部分为调查者的基

本信息，包括五个题项；第二部分为对测量模型各潜变量的测量，包括：感知有趣性（PE）、感知有用

性（PU）、信任度（TB）、满意度（SA）、忠诚度（LO）、习惯（HA）、成瘾水平（SAD）和持续使用

意愿（CI）。为确保问卷量表的内容效度，本问卷采用的结构变量的测量均来自已有权威文献。每个测

量项目均采用李克特 5 分量表。本轮调查始于 2016 年 3 月，调查截至 2016 年 5 月，期间收回问卷 579

份，剔除质量不合格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49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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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 Cronbach α系数测量问卷信度。运用 SPSS21.0 软件对问卷各个测量项进行分析。结果显

示各测量项的 Cronbach α 系数均大于 0.7，因此本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表 2 为问卷的信度测量表。 

表 2 问卷信度测量表 

变量 问项个数 Cronbach α值 参考值 

PE 3 0.926 

PU 5 0.890 

TB 5 0.911 

SA 4 0.922 

LO 3 0.855 

HA 5 0.956 

FOGS 8 0.915 

CI 3 0.774 

Cronbach α ≥ 0.70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检验问卷的构建效度。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测量统计量的 KMO 值和

Bartlett 球体检验。经 SPSS21.0 检测，所有潜变量的 KMO 值均大于 0.7，且均通过 Bartlett 球体检验，

说明本研究的潜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3。在因子分析中，平均方差抽取量均大于

0.5，说明样本相对的测量误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在 0.70 以上，表示模型内

在质量理想。表 4 为因子分析结果。 

表 3 KMO 值和 Bartlett 球体检验 

Bartlett 球体检验 
变量 KMO 

Approx.Chi-Square df sig. 

PE 0.758 1157.336 3 .000 

PU 0.879 1306.646 10 .000 

TB 0.873 1639.743 10 .000 

SA 0.828 1609.595 6 .000 

LO 0.726 728.133 3 .000 

HA 0.910 2683.288 10 .000 

SAD 0.885 2637.382 28 .000 

CI 0.703 399.519 3 .000 

 

表 4 验证性因子分析 

变量 测量项目 因子负荷量 平均方差抽取量 组合信度 

PE1 0.875 

PE2 0.928 PE 

PE3 0.892 

0.808 0.926 

PU1 0.784 

PU2 0.767 

PU 

PU3 0.795 

0.614 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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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 0.755 

PU5 0.814 

TB1 0.772 

TB2 0.781 

TB3 0.802 

TB4 0.894 

TB 

TB5 0.845 

0.673 0.911 

SA1 0.893 

SA2 0.909 

SA3 0.845 
SA 

SA4 0.761 

0.729 0.915 

LO1 0.831 

LO2 0.830 LO 

LO3 0.784 

0.665 0.856 

HA1 0.891 

HA2 0.921 

HA3 0.903 

HA4 0.918 

HA 

HA5 0.874 

0.813 0.956 

FOGS1 0.653 

FOGS2 0.769 

FOGS3 0.765 

FOGS4 0.848 

FOGS5 0.847 

FOGS6 0.664 

FOGS7 0.761 

FOGS 

FOGS8 0.748 

0.582 0.917 

CI1 0.735 

CI2 0.667 CI 

CI3 0.724 

0.503 0.752 

 

3.2 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AMOS 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表 5 为模型的拟合结果。结果显示，除

卡方值比自由度未达到适配标准外，GFI、AGFI、RMSEA、CFI、TLI、IFI 均到达模型拟合要求。鉴

于当样本规模较大时卡方值会相对变大，因此在判断模型拟合度时除了卡方值比自由度还必须考虑其

他拟合指标，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本模型拟合度较为理想。图 2 为具体的路径系数结果。 

表 5 研究模型的拟合指标 

适配标准 
拟合指标 

良好 优良 
检验结果数据 模型适配判断 

卡方值比自由度 <3.0 3.936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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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I [0.7, 0.9] >0.9 0.781 良好 

AGFI [0.7,0.9] >0.9 0.745 良好 

RMSEA <0.08 <0.05 0.077 良好 

CFI [0.7, 0.9] >0.9 0.890 良好 

TLI [0.7, 0.9] >0.9 0.879 良好 

IFI [0.7, 0.9] >0.9 0.891 良好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图 

 

在显著性检验方面，数据运行的统计结果如表 6 所示，除信任度对持续使用意愿、信任度对忠诚

度、习惯在信任度和持续使用意愿间的作用以及成瘾水平对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假设之外，其余假设均

得到了验证。 

表 6 模型检验结果 

假设/路径 路径系数 P 值 检验结果 
H1 PU → CI 0.222 *** 支持 

H2 TB → CI 0.001 0.971 不支持 

H3 PE → CI 0.093 ** 支持 

H4 SA → CI 0.139 * 支持 

H5 LO → CI 0.145 ** 支持 

H6 SA → LO 0.408 *** 支持 

H7 PU → SA 0.354 *** 支持 

H8 TB → SA 0.356 *** 支持 

H9 PE → SA 0.230 ***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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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 PU → LO 0.410 *** 支持 

H11 TB → LO -0.082 0.095 不支持 

H12 PE → LO 0.148 *** 支持 

H13 HA → CI 0.083 ** 支持 

PU→ CI 0.638 *** 
H14 

HA → CI 0.083 *** 
支持 

TB → CI -0.046 0.923 
H15 

HA → CI 0.083 ** 
不支持 

PE → CI 0.165 ** 
H16 

HA → CI 0.152 ** 
支持 

H17 SAD → PU 0.459 *** 支持 

H18 SAD → PE 0.495 *** 支持 

H19 SAD → TB 0.357 *** 支持 

H20 SAD → SA 0.021 0.571 不支持 

H21 SAD → LO 0.054 0.231 不支持 

H22 SAD → HA 0.362 *** 支持 

注：①* - p ＜0.05, ** - p ＜ 0.01, *** - p ＜ 0.001 

②习惯变量的调节作用通过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分别检验因变量和调节变量对果

变量的单独影响来判断。 

通过观察数据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与 Gwebu 等人的双过程模型的实证结论一致，在微信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中，感

知有用性的影响力 强，忠诚度、满意度和感知有趣性对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有显著影响。然而，信

任度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在本次研究中未获得证实。 

(2)在感知有用性、感知有趣性、满意度、信任度、忠诚度和习惯等中间变量的关系中，除了满意

度对忠诚度的影响和习惯在忠诚度和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没有得到支持外，均取得了显著结果。 

(3)在本文提出的关于社交网络成瘾的 6 个假设中，社交网络成瘾水平对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假设未

获得支持。而在获得支持的四个假设中，社交网络成瘾水平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有趣性、习惯和信任

度的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4 研究意义与总结 

4.1 研究意义 

4.1.1 理论意义 

与技术接受理论研究相比，信息系统持续使用理论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不同领域的持

续使用研究尚存在理论空白有待我们进一步完善。在当前的持续使用研究大多停留在技术采纳阶段的

背景下，技术成瘾水平作为持续使用的特殊潜在变量还没有得到充分证实，尽管移动社交网络的成瘾

使用由于其产生的不良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相关的理论性研究不多，研究社交网络成瘾和

社交网络平台持续使用的影响的文献则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本研究验证了 Gwebu 等人的利用双过

程模型研究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有效性，同时融入 Turel 等人的技术成瘾变量，构建全新的移动社交网

络持续使用模型，在验证前人的理论成果的同时，也验证了微信技术成瘾和用户持续使用的关系，对

于拓展技术上瘾相关理论和持续使用理论均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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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现实意义 

技术成瘾会影响用户使用信息系统的方式，其对信息技术使用的影响不应被忽视。微信作为国内

使用频率 高的移动社交网络平台，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应该获得充分关注

和重视。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有着以下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本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社交网络的成瘾水平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感知和行为的，从而帮

助人们认识、控制微信技术成瘾带来的负面问题，进一步预防和减少技术成瘾和微信过度使用的不良

影响。 

第二，本研究对信息技术提供者增强自身法律责任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信息技术提供者在提供信

息技术服务中应尽量减少技术上瘾对用户及社会的危害。 

后，本研究对营造良好的移动社交网络环境，进而对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4.2 总结 

社交网络成瘾和用户持续使用为相对较新的领域，本研究验证了 Gwebu 等人的利用双过程模型研

究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有效性，同时融入技术成瘾变量，构建全新的移动社交网络持续使用模型，在

验证前人的理论成果的同时，也验证了微信技术成瘾和用户持续使用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社交网

络成瘾水平通过影响微信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有趣性等感知以及信任度和习惯从而影响用户的持

续使用意愿。鉴于信息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部分，识别、预防和治疗技术成瘾是必要而迫

切的，因此今后在技术成瘾和持续使用领域仍需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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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距离熵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 
 

徐常福 
 

摘  要：在软件自动测试技术中，如何准确地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尤为重要。然而，

目前主要是采用白盒度量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例如，突变分析[1]是评估一个测试集错误检

测能力的有效技术，但是它需要执行大量的突变集测试程序，用以获取死亡突变测试集数目信息。这

在实际项目中成本太高，而且这样的白盒信息往往不可得到。例如，在某些秘密的工程中，我们无法

分析源代码，甚至二进制代码也无法得到。因此，为解决实际中白盒信息常常无法得到的问题，本文

提出一种基于距离熵(黑盒度量)评估一个测试集错误检测能力的方法。该距离熵度量不需要获取白盒信

息就可以指导黑盒测试，从而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为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我们采用

SIR[2](Software-artifact Infrastructure Repository)中的 grep、flex、sed 和 make 4 个程序进行多方面的实验

测试。实验结果表明，采用距离熵度量不仅可以较好地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而且优于其

它一般的黑盒度量。 

关键词：距离熵；黑盒度量；测试集；错误检测能力 

 

1 引言 

近几年，已经有许多的论文将基于多样性的技术运用于软件自动测试研究中，包括[3], [4]和[5]。这些

文献表明，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可以通过计算该测试集的多样性。这让我们设想设计一个

用于计算测试集多样性的度量，通过计算测试集的多样性，从而间接地评估该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

此外，在软件自动测试技术中，要求测试集尽可能的具有高多样性，而高多样性要求测试集 大化地

覆盖整个特定的空间，如输入空间[4]、输出空间[3]。并在该同一层面上，A. Arcuri 和 L. Briand [6]通过理

论分析证明：为让一维空间的测试集有 大的错误检测能力，该测试集必须能均匀地传播于整个测试

空间。即测试集不仅需要均匀传播，而且各个测试用例之间距离要相同(见图 1-1 (a))。因此，基于上面

的论述，实际中计算一个测试集的多样性，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挑战。 

挑战 1：实际中测试用例之间的相邻关系如何定义？ 

挑战 2：如何使用相邻测试用例间的距离评估一个测试集的多样性？ 

为解决上面两个挑战，本文设计出一种距离熵度量，并采用该度量计算一个测试集的多样性，从

而间接评估该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详细见 2.3 节)。该过程主要分为两个子任务：（1）构建图模型(解

决挑战 1)，即根据图论[7]，设计一个测试用例关系图，该图能够描述测试用例之间的关系；（2）定义

距离熵度量用以评估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解决挑战 2)，即定义距离熵度量，并在该图模型的基础上，

采用距离熵度量计算该测试集的多样性，从而间接评估该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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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一维空间测试集的多样性图和实际测试集的多样性挑战图 

在本文的实验部分，主要是采用 10 折交叉实验法进行实验。经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仅

能有效地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而且优于其它一般的黑盒度量。 

2 方法论 

在本节中，我们分 3 个小节来论述实现基于距离熵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1）对给定

的一个测试集，构建一个可表示测试集的图模型；（2）在该图模型的基础上定义一种距离熵度量；（3）

用该距离熵度量计算该测试集的多样性，从而间接地评估该测试集的误差检测能力。 

2.1 构建图模型 

针对给定的一个测试集T ，我们定义一个测试用例关系图和 小权重集，用以描述测试用例之间

的关系。 

定义 1 测试用例关系图：定义一个测试集    2,,, 21  ntttT n 对应的测试用例关系图为

一个有权无向完全图   EVT ,G  ，其中 TV  ，   jiVttttE jiji  ,,, ，每一条边

 ji tt , 上的权重是 it 到 jt 之间的距离。 

在实际项目工程的测试中，一个测试集往往有成千上个测试用例，对应用例关系图  TG 中的边数

目更是庞大。于是，为了减少时间复杂度且不影响计算测试集多样性精确，我们应该从  TG 中选取具

有代表性边的子集。根据我们的直觉，  TG 中 短边连接的节点对计算测试的多样性精度影响较大。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  TG 中提取出一颗 小生成树   '' ,G EVT  。又因为 小生成树中

全部的边是完全图中 短的边，所以，可以用  T'G 近似计算该测试集的多样性。这里，我们定义  T'G
为  TMST ，并且定义  TMST 中全部边的权重为 小权重集。 

定义 2 小权重集：定义图  TG 的 小权重集为   TGW ，即  TMST 中所有边权重的集合为

  TGW 。例如，一个测试关系图  TG 的  TMST 有四个节点和三条边，三条边的权重分布为 1, 2, 2，则

该图的     2,2,1GW T 。 

2.2 距离熵 

根据前面的论述，为保证计算一个测试集多样性的精确度，距离熵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均匀

扩展条件，对   Tww ji GW,  ，有 ji ww  ，即每个测试用例在指定的输入空间中等间距的扩展；

（2）宽度扩展条件，对   Tw GW ，w 要尽可能的大，即每个测试用例在指定的输入空间扩展宽

度达到 大。因此，基于以上两个条件及 Shannon 熵[8]的定义，我们给出如下距离熵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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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3 距离熵：对给定的一个测试集T ，其 小权重集为   TGW ，那么定义该测试集的距离熵

 TH 为： 

                           

 
   








 

 Tw W

w

W

w
WT

GW

ln*H

                     

（1） 

其中
  





Tw

wW
GW

。公式(1)的距离熵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W ，它确保满足宽度扩展传

播条件；第二部分是
  





Tw W

w

W

w

GW

ln ，当W 不变时，它确保满足均匀传播条件[8]。 

2.3 测试集的多样性计算方法 

计算一个测试集多样性的主要过程(见图 2-1)如下： 

（1）根据定义 1，我们将一个测试集 T 建模成一个测试用例关系图  TG ，图中的每个节点代

表一个测试用例，图中边上的权值为两个测试用例之间的距离； 

（2）采用 小生成树算法，将（1）中得到的图简化为一颗 小生成树； 

（3）根据定义 3，计算（2）中 小生成树的距离熵。该距离熵代表了该测试集的多样性，从

而间接地评估该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 

 

图 2-1 距离熵计算测试集的多样性过程 

 

3 实验及有效性评估 

3.1 实验数据及符号说明 

根据实验的需要和保证实验的有效性，我们选择了 4 个真实的、频繁使用的程序作为本次实验的 4

个测试集。这个 4 个程序来自 SIR[2]，它们已经被广泛运用于软件测试技术研究。如表 1 所示。本次实

验使用的符号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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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程序 

程序类型 版本 代码行数 测试池大小 
grep 2.4 10069 810 

flex 2.5.1 10458 567 

sed 4.0.7 14427 3622 

make 3.76.1 35544 791 

表 2 符号说明 

序号 符号 符号说明 
1 H  距离熵 

2 iH  第 i 个测试集的距离熵 

3 iN  第 i 个测试集的死亡突变用例数目 

4  G  测试用例关系图的所有权重和 

5 W  小生成树的所有权重和 

 

3.2 实验设计 

本次实验是采用10折交叉实验法进行实验，主要是通过研究以下两个问题来验证距离熵的有效性。 

问题 1：当白盒信息不可获取时，距离熵能否有效地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 

问题 2：距离熵是否优于其他一般的黑盒度量(如W 和 G )？ 

根据前面的论述，突变分析[1]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一个测试集检测错误能力。因此，我们采用突

变分析来评估距离熵的有效性，即把突变分析过程中死亡突变的用例数目作为评估测试集错误检测能

力的一种度量。本节主要实验步骤如下： 

（1）对每一个指定大小的测试集 iT (共 2500 个)，计算出该测试集的距离熵 iH 和死亡突变用例数

目 iN （这里，我们采用 mutate.py[9]对实验程序(见表 1)进行突变，然后将执行突变程序的输出与执行

原程序的输出对比，统计得到死亡突变用例的数目）； 

（2）根据（1）中得到的距离熵 iH ，将 2500 个测试集进行降序排序，从而得到该测试集对应降

序序列； 

（3）将（2）中得到的序列依次切分为 25 个子列表，每一个子列表含 100 个测试用例，并分别计

算这 100 个测试用例的平均距离熵和平均死亡突变数目，从而得到一个新的序列； 

（4）在新序列的基础上，求其距离熵和死亡突变用例数目的 Pearson 相关系数[10]。 

3.3 评估距离熵的有效性 

本次实验相关参数设置与距离类型选取：（1）设置 4 个测试集尺寸为 5、10、15、20、25、30、40、

50（这里选择测试集尺寸上界为 50，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该尺寸下，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已经接近收

敛），分别进行重复测验过程，且每一个尺寸的测试集包含随机选取 2500 个测试用例；（2）根据本实

验测试的 4 个实验程序都是字符串，这里采用编辑距离[11]计算各个测试用例间的距离。 

3.3.1 验证问题 1 

本文实验采用 10 折交叉实验法，计算出每一个测试集的距离熵 iH 与死亡突变用例数目 iN 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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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H 与死亡突变用例数目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结果 

测试集大小 flex 程序 grep 程序 make 程序 sed 程序 

5 0.86 0.84 0.89 0.64 

10 0.81 0.95 0.91 0.65 

15 0.96 0.90 0.91 0.78 

20 0.92 0.95 0.93 0.88 

25 0.91 0.91 0.92 0.92 

30 0.92 0.95 0.96 0.91 

40 0.97 0.94 0.97 0.87 

50 0.97 0.94 0.96 0.74 

由表 2 可以看出，3 个实验程序的距离熵与死亡突变用例数目具有极强相关性(相关系数在 0.8~1.0

之间为极强相关，在 0.6~0.8 之间为强相关，在 0.4~0.6 之间为中等程度相关，在 0.2~0.4 之间为弱相关，

在 0.0~0.2 之间为极弱相关或无相关)，只有 sed 程序的距离熵与死亡突变用例数目成强相关性。从而，

可以进一步说明距离熵与突变分析一样可以有效地评估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即验证了距离熵的有

效性。 

3.3.2 验证问题 2 

在该小节，我们使用W 和 G 代替距离熵H 重复上述实验过程。计算出 G 、W 与死亡突变用

例数目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为使实验结果更加显而易见，我们在一个直角坐标系中画出

H 、 G 、W 与死亡突变用例数目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的散点图，如图 3-1 所示。 

表 3  G 、W 与死亡突变用例数目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结果 

flex 程序 grep 程序 make 程序 sed 程序 
测试集大小 

 G  W   G  W   G  W   G  W  

5 0.71 0.73 0.80 0.80 0.80 0.74 0.54 0.40 

10 0.72 0.76 0.76 0.77 0.75 0.80 0.50 0.41 

15 0.62 0.80 0.78 0.80 0.80 0.84 0.41 0.42 

20 0.67 0.82 0.81 0.87 0.77 0.72 0.61 0.65 

25 0.53 0.87 0.81 0.87 0.76 0.76 0.62 0.60 

30 0.71 0.77 0.86 0.90 0.69 0.76 0.57 0.76 

40 0.79 0.85 0.75 0.85 0.71 0.80 0.57 0.68 

50 0.81 0.87 0.73 0.84 0.77 0.80 0.70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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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H 、 G 、W 与死亡突变用例数目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散点图 

由图 3-1 知，随着测试集尺寸的增加，采用H 计算得到 Pearson 相关系数始终大于等于采用W 和

 G 计算得到的 Pearson 相关系数。这说明，采用距离熵度量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优于W

和 G 度量，即验证了距离熵优于其它一般的黑盒度量。 

4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以上的论述与实验表明：在没有白盒信息的情况下，采用距离熵方法可以有

效地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同时，证明了距离熵优于其它一般的黑盒度量（W 和 G ）。 

当前，为了满足人们在实际中各种各样的需求，导致开发出来的软件的复杂度越来越高及保证软

件质量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测试人员尽可能地提高软件测试效率和检测出 bug 的能力。而我

们知道，设计一个高错误检测能力的测试集是提高软件测试效率的常用方法。因此，本文提出的基于

距离熵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帮助测试人员设计出一个错误检测能力较

高的测试集，从而提高测试效率用以保证软件的质量。此外，距离熵评估一个测试集的错误检测能力

不仅在实际软件开发工程中具有重大的应用前景，而且提供了软件测试学术界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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